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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能动性的家庭策略是研究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的一个切入点.在进

城务工农民的生命历程中,家庭结构依次调整为:跨域核心家庭、跨域主干家庭、妻子留

守家庭和祖孙隔代家庭,这种分合机制的变化正是民工家庭为应对转型社会机遇与风

险的策略实践.民工家庭从结构到功能的缺损现状,迫切需要社会通过制度改革来引

导家庭进行策略调整,从而完善家庭结构,健全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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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们安土重迁,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乡土之上,除非天灾人祸,
否则极少搬迁转移.家庭成员终日围绕在家的周边,即使需要外出,也遵守着

“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家庭观念,成员长期分居两地或是举家迁移的情况并不

常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加速行进,无论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促使农

民离开乡土进城打工”〔１〕,还是农村与城市分别施展的“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

用”〔２〕使然,亦或是“宏观上的结构要素与微观上的个体、家庭因素相结合而导致

农民工的循环流动”〔３〕,总之,气势浩荡的“民工潮”剧烈冲击了传统的二元社会

结构,呈现出李强所谓的“三元社会结构”〔４〕.近四次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间,中国人口总量仅增长０．３倍,而流动人口却增长了３０多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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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的６５７万人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１４２万人,从占全国人口总量的约０．６％升

至１６．６％.”〔５〕在这些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进城务工农民,也就是农民工群

体.然而,体制与资本的双重排斥却使这个群体难以实现举家搬迁.在现实生

活中,作为人们社会活动基本单元的家庭,“与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６〕,它
并非社会变迁的被动承受者,而是积极协调社会—历史实践的能动承担者,即更

加策略性地去适应新环境.面对伴随社会急速转型而产生的各类发展时机和生

存风险,进城务工农民以家庭为实践单位,主动凭借家庭策略来整合家庭资源,
对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以及成员之间分工协作的互动关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力求规避风险并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农民工家庭结构分合机制的变

化,正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为应对转型社会压力与动力的策略性选择.

一、家庭策略视角对研究人口流动的可行性

家庭作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首属群体,在社会

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家庭处在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社会之间的中观层面上.一

方面,家庭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受到社会运行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家庭本

身也是一个由不同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等要素构成的次级亚系统,这个亚系统能

够将外部的结构性与个体的自主性相连接,通过内部成员的分工与协作来达成

社会系统的发展需求.因而,转型社会中家庭结构、功能、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变

迁不仅直接影响着微观层面上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在宏观层面上制约着社

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在生活实践中,家庭因应外部环境需求的根本动机和

行为方式、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选择都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家庭策

略作为能够涵盖上述重点的崭新视角,自然成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期以进城务

工为典型的人口流动的一个切入点.

２０世纪的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家庭策略(familystrategy)这一概念首先

出现在西方的家庭史研究中,探讨透过家庭内部的变革去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
从而更清晰地审视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所发挥的功效.家庭策略就是家庭在应对

社会变迁时所进行的合理安排,“可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与时机,
强调家庭自身变化的动力以及家庭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影响作用”〔７〕,即凭借家庭

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制定的家庭策略,理性决定每位成员的角色行为以及成员之

间的相互作用,以求实现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家庭策略这一概念本身

就强调了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社会环境时,家
庭针对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运行所做出的调整与适应.

与其他的解释框架相比较,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能够将宏观的社会结构转

型与微观的家庭成员行为选择相连接,考察家庭积极应对社会变迁而主动进行

的结构、关系、居住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具体调适.在此基础上,把考察

家庭反应和解释成员行为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强调家庭策略

的形成是其成员共同参与、充分互动的结果,是个人、家庭与社会变迁之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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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结果,家庭策略因而成为解析家庭的能动性以及变化的特殊性的研究工

具.家庭策略实际上就是把家庭伦理、资源整合、社会继替与功能承担等概念与

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透过家庭策略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

从另外一条崭新的思路来重新审视当今社会的人口流动问题和农民家庭问题.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家庭(族)为本位的民族中,人们对于家庭所特有的安全

感和确定性的眷恋与加速转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已经演变成了现代社会生

活的重要困境,这种张力在向城市流动的民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

图以进城务工农民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群体在务工历程的转折节点上,如何通

过家庭结构的具体调适来实践并发展家庭策略,从而有效回应转型社会的各类

机遇与挑战.

二、家庭结构调适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家庭策略是在与社会运行发展诸要素之间持续地交互作用中实施进行并最

终完成的,它强调个体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转型与构

成个体生命历程的行为选择之间表现为相互交杂的动力机制,离开彼此都不能

被理解.家庭,作为一种保障社会秩序与种族延续的制度,一经建立便必然会对

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成为社会个体实际生活的重要结构空间,“特别

是个人的人生轨迹转变时,家庭的经济策略和相互依存性起了决定性作用”〔８〕.
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策略的具体实践调适着打工者的家庭结构,建构着进城务工

农民的生命历程.
(一)跨域核心家庭的策略实践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进入加速的社会转型时期,从农业主导的传统社会

向工业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型,资源配置也由计划为主的方式向市场为主的方式

转型,可以说,社会转型是对于当下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定位性表述.结

构调整、体制改革导致农村的人地矛盾和隐性失业等问题迅速浮出水面,户籍制

度的松动又赋予农村家庭较大的自由空间和自主选择的能力,面对城镇工业、服
务业的迅猛发展而引发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家庭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作出了进

城务工的策略选择.实际上,对于成长在农村的年轻人来说,现代化的浪潮冲击

着祖辈固守乡土的传统模式,而城市则象征着时尚、进步、机遇和成功,所以,他
们也会主动地选择进城务工,“移民的产生是利他主义动机(家庭成员福利最大

化,体现在家户的经济资源增加和向上社会流动)和利己主义动机(对改变的冒

险和对新生活的体验)的结合.”〔９〕

然而,城镇建设迫切需要的是年轻劳动力,尤其是精力充沛、思想开放、适应

力强的男性青年,所以,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务市场上就业困难且待遇

较差,同时,进城务工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举家迁移无疑会增加生活成本和生

存风险.于是,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农民家庭会积极作出理性的家庭策略:成
年的男性后代进城务工,年长的父母留在农村继续维持农业耕种,即家庭的亲子

—９６１—

家庭结构调适:进城务工农民的家庭策略实践



两代长期跨域居住.若以最简单的核心家庭为例,则在家庭结构上表现为由标

准核心家庭(如图１所示)调整为跨域核心家庭(如图２所示).家庭成员的这种

角色安排,既扩充了家庭的外资源,为下一步子代的成家立业打下基础,又能够

实现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减少市场变数对生活的冲击,这是家庭对制度变迁的回

应,也是家庭积极主动的策略性选择.这一家庭策略起初产生于进城务工农民

家庭内部的成员互动,然后它会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进行调整,显然,家庭策略

的决定和实施时刻都处在一个动态的个体、家庭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

程之中.

　　　图１　标准核心家庭结构图　　　图２　跨域核心家庭结构图

注:图中“△”表示男性,“○”表示女性,“＝”表示婚姻关系,“—”表示血缘关系,“ ”表示

农村区域,“ ”表示城市区域(下图同)

(二)跨域主干家庭的策略实践

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过城市生活的打拼,增加了生存技能,积累了物质资

本,也丰富了人生阅历,当他们遇到心仪的对象之后,便凭借着务工积攒的结婚

成本顺利地步入了婚姻.缔结婚姻是务工者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节点,从此,他
们所属的家庭便新添了一位成员,家庭规模扩大了,由核心家庭发展成为主干家

庭,同时,两对异代夫妻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人力资源更加丰富,人际关系也更

为复杂.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被彻底卷入

到市场化的环境之中.面对婚后的生产、生活,为了快速增加家庭经济实力并尽

可能地降低市场风险,这个主干家庭积极进行自身结构的调整:新婚的小夫妻共

同进城务工,年长的老夫妻则固守原本的农业生产,即形成了“一家两业”的跨域

主干家庭的策略实践(如图３所示).可见,农村家庭在应对环境压力的同时,甚
至更希望通过调适而使自身获利,这充分说明了这场始于务工家庭自身的实践

是被动环境中的主动尝试.

图３　跨域主干家庭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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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迁移经济学强调,务工人员的流动选择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体单独作出的,
而是由特定人群构成的利益共同体,通常是家庭或者户经过讨论才决定下来的,
“当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的时候,就会发生迁移行为,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的

投资行为”〔１０〕.家庭不同于个体,它可以通过不同成员角色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来控制家庭可能遭受的风险,即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参与家乡的经济活动,其他

成员则外出、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类似地,“农民家庭成员的外出决定是由

家庭作出的,为了使家庭经济收入多元化以及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农民家庭会

让家庭的部分成员进城务工”〔１１〕.显然,家庭成员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留守务农

的跨域生活策略不仅能够促使收入最大化,而且可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同时有效

摆脱劳动力市场的束缚.在这种跨域主干家庭的策略实践中,进城务工的子代

夫妻与留守务农的亲代夫妻之间构成联邦式的联结关系,平时借助电话互通信

息、维持感情,过年时则会回乡小聚,年后便依照当初的家庭策略,继续跨域生

活,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民工家庭第三代的诞生.
(三)妻子留守家庭的策略实践

孕育后代是务工者人生历程的又一个转折节点.一般,为了节约生产费用

并方便产后照料,在孕期将满时,外出民工会选择回家生产.新生命的诞生壮大

了家庭的规模,丰富了家庭的人际关系,在为家庭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家庭添加

了压力,考验着家庭的发展能力.面对着承载整个家庭未来的新生儿,家庭成员

再次积极讨论,重新进行角色分工,将家庭结构进行又一次的调适:年轻的父亲

继续进城务工以丰富家庭的经济资源,年轻的母亲则留守家中休养身体并照料

婴儿,年老的父母仍旧从事农业生产并帮忙处理家务,即妻子留守型的家庭结构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妻子留守家庭结构图

这一家庭策略同时兼顾了三个方面的考虑,涉及三类家庭角色的分工与协

作:其一,缺乏物质资本积淀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增长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新出生

的孩子)的预期消费成本,使得农民家庭感受到沉重的物质压力,于是,年轻的丈

夫外出打工,扩充家庭的经济资本以应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成本,主要是维持家庭

成员目前以及未来的再生产,包括子女的日常开销和教育费用等,甚至希望能够

凭借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来换取子女优质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机会,通过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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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成功而实现未来整个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其二,新生婴儿需要母亲的悉

心照料和日常喂养,所以母亲必须与孩子生活在一起,而举家迁移的成本之高导

致“父—母—子”这一刚刚形成的完整“三角”被迫拆分,家庭策略选择将年轻的

母亲留守在家,从而方便以易于控制的较小成本来哺育下一代;其三,城市工作

收入可观但市场风险充满变数,于是,年老的父母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承担着收入兜底的责任以确保整个家庭的经济稳定性.

为了增加家庭资本并节约生活成本、降低迁移风险,家庭策略安排男性青壮

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将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留在农村,这一家庭结构的调

适并非仅为一种个体决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决策,是处于扩张期的农村家

庭,为主动应对未来预期生活压力而采取的一种行为策略,以积极进行家庭经济

资本的积累.在这里,“家庭被看作是整体的,并且家庭的整体构造深深地被植

入个人中.”〔１２〕显然,妻子留守家庭的形成是外出务工家庭的策略性选择,这一

家庭策略的作出看似意外,实际必然,它是宏观的社会因素与微观家庭因素互嵌

的结果.于是,当下农村随处可见的“３８６１９９”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第六次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０－１７岁留守儿童数量达６９７２．７５万人,其中农村留守

儿童规模高达６１０２．５５万人,占８７．５２％,约占农村儿童的３７．７％”〔１３〕,“占全国

儿童的２１．８８％”〔１４〕,其中,“只与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占４３．８３％”〔１５〕.农民

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在外出与留守、务工与务农之间的主动配置状况,与家庭外部

的社会环境变化是步调一致的,跨域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的经济

生活单位,家庭结构、成员角色的积极调适仍是以传统家庭制度为基础的.在中

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最为紧密,既有生物性的血缘联结又有

社会性的延续关系,“在父子一体的传统观念里,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实际上表示

的是所有的祖先和所有的子孙存在着一体的关系,所以对子女的养育和照顾不

仅是出于延续种的需要,也是对祖先的责任.”〔１６〕因而,从第三代出生以后,在进

城务工农民的家庭策略中,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便成为全家关注的重点,
家庭会在社会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为下一代的成长乃至成才给予支持.

(四)祖孙隔代家庭的策略实践

家庭策略表现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旨在寻求家庭资源、消费需求和

替代性生产活动方式之间的动态平衡”〔１７〕.当进城民工的后代由婴儿成长为幼

儿时,孩子母亲的哺乳任务已经完成,留守妻子的角色主要是照看幼儿与料理家

务,而这些家庭角色完全可以由公公、婆婆等其他家庭成员所替代.在农村的实

际生活中,年轻母亲家庭角色的可替代性主要经由以婆婆为主的家庭支持网络

得以实现.于是,当家庭支持网络足以替代留守妻子的家庭角色时,民工家庭立

即调适家庭结构,作出了让青壮年夫妻共同外出务工,而将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农

村交由老人照顾的家庭策略,即祖孙隔代家庭(如图５所示).处于社会转型阶

段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过程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的结

果,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家庭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结果”〔１８〕.夫妻共同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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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是家庭对劳动力资源的一种理性配置,家庭不再仅仅依赖农业收入或者男

性打工收入,夫妻双流动促使家庭的经济来源多样化,同时也实现了家庭整体收

入的最大化.

图５　祖孙隔代家庭结构图

所谓隔代家庭,是指三代及以上同居家庭中有代位中断的现象,其中,最常

见的就是由祖辈与孙辈共同组成的祖孙隔代家庭.现实生活中,隔代家庭有两

种主要表现:一种是因代位的生物性缺失所形成的缺位型隔代家庭;另一种是夫

妻外出而将未成年子女交由孩子的祖父母照料所形成的离位型隔代家庭.正常

情况下,隔代家庭应该是一种极个别的家庭类型,不可能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结构

模式,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家庭里,它显然无法忽视:“其比重在２０１０年为

２．２６％,与２０００年比较,虽然仅仅增加了０．３７个百分点,但是就其数量来讲,却
增多了２６０多万户,分别是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８２年的４．７０倍和５．７５倍.”〔１９〕调查显

示,农村留守儿童中有２０．６％〔２０〕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隔代

家庭尽管从形式上看好像应该归属于二代家庭户,但是,从代际关系上分析,其
特质却更接近于三代家庭户,被称为“假三代家庭”〔２１〕.当隔代抚育模式形成以

后,原有的家庭继替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祖辈组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生

命周期受到了延长,仅有祖辈与孙辈的共同生活,则构成了形式上的“跨代的拟

核心家庭”.

三、总结与讨论

父与子、夫与妻、祖与孙的关系是家庭结构的三种基本关系,在进城务工农

民的家庭中,这些基本关系的变化显现出务工者生命历程的转折节点以及不同

阶段的生活重点.基本的家庭关系和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被不断地再造,
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上印刻出不同家庭结构形态的生活现实.社会流动中进

城务工人员家庭的扩展、维持、离散与整合均由不同的家庭策略实践出来,表现

为由图１至图５的一系列变化.务工者在进城之前,在农村与其父母生活在一

起,形成标准的核心家庭结构模式,为了积攒婚姻成本,进城务工是他们生命历

程的第一个转折节点.初到城市的务工人员与其在老家的父母仍旧维持着核心

家庭的结构类型,只不过此时的家庭成员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村,表现为一种跨

域核心家庭的结构模式.随后,年轻的务工者迎来了自己生命历程的第二个转

折节点———缔结婚姻.相应地,家庭成员增加了,结构类型也由之前的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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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主干家庭.在城乡鲜明的经济收入差距状况下,家庭策略决定这一主干

家庭的组成人员分居两地:年长的夫妻在农村务农守家,年轻的夫妻进城务工赚

钱.两代夫妻之间构成联邦式的关系,联系密切而又相对独立,这种生活状态一

直持续到务工人员人生历程的第三个转折节点———孕育后代,第三代的孕育立

刻成为年轻和年长两代夫妻的共同的关注重点和生活中心.为了节约生产费用

和方便产后照料,外出务工的新婚夫妻会选择回乡生育,随着第三代的降生,家
庭关系愈加复杂了,父子、夫妻、祖孙三类基本成员关系同时存在.而且,家庭的

压力也随之增加了,除了生育后代所导致的不断上涨的生活开销之外,对初生婴

儿的日常照料和妇女的产后休养也成为家庭必须应对的发展要求.于是,家庭

策略再次决定将其成员城乡分割,跨域居住,即年轻的父亲继续进城务工来保障

家庭经济收入,年轻的母亲留守家中抚育婴孩.待幼儿稍大之后,为了实现家庭

收入的多元化和最大化,以有效应对第三代接受教育而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家
庭策略再次调适,让年轻的父母一起进城务工换取更多的家庭经济资源,年长的

父母则充当了抚育第三代的育幼资源,形成留守在农村的祖孙隔代家庭.
改革开放的近４０年,见证了宏大的人口流动浪潮,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跨

域家庭、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等承载着社会转型之痛的非传统家庭,非传统家庭

的大量涌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健全.自从农民选择外出务工

开始,其所属家庭便因城乡差异的阻隔而结构破损.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结构和

功能是一套完整的概念,结构执行或表现着一定的功能,功能则说明和影响着一

定的结构,显然,民工家庭结构的破损必然限制其部分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尤

其是对于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无论是在留守家庭中,还是在隔代家庭里,孩子都

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而“双系抚育却是至今为止人类最有效的抚育方式”〔２２〕,
因为“孩子在没有成熟前,正是他需要抚育的时期,他是和父母同时发生联系,所
以我们可以说是形成了社会结构里的三角”〔２３〕.原本完整、稳固的家庭“三角”
结构因民工的进城流动而变得残缺不全,对于留守农村的未成年人来说,在城市

里打工的父亲、母亲仅仅就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称呼,是汇款单上的数字,这种相

处模式必然疏离亲子关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家庭主要

角色的长期缺失,还会对老人照料、夫妻情感、家庭的稳定性及成员的幸福感等

方面造成消极的影响,为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留下隐患.
大批农民离开乡村流向城市的务工行为,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是相

一致的.这种趋势,从宏观视角分析,它折射出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的结构性变

迁;从中观视角分析,它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的现实状况,是对城市发展

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从微观视角分析则是外出务工农民的

一种家庭策略,意味着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对自己行为方式选择能力

的增强.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每一次行为选择都不是以个体的身份,而是以家庭

甚至家族成员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一次家庭策略的调整都是从家庭的整

体利益出发,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争取达成家庭利益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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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和体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的重要因素”〔２４〕.所

以,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等导致家庭结构缺损、功能缺失的跨域生存现状是务工

人员在当前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下的生存策略,只有进行社会制度改革才

能有效健全民工的家庭结构,提高务工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社会转型时期,相关

的制度改革可以从两个层面推进:一是在城市化的“量”的层面上,加强城乡一体

化建设,减小务工农民举家迁移的风险和成本,此种情况下,农民就会将家庭策

略调整为全家扎根城市的市民化实践;二是在城市化的“质”的层面上,完善鼓励

农民返乡创业的配套制度,支持农民在家乡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此种情况下,
理性的农民必然会将家庭策略调整为回家团聚、创业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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